
【摘要】 本文分析了制度、组织、关系与个体四个层面的因素对流动青年

社会参与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流动青年志愿型参与水平较高，而社区

型参与、公众型参与和网络型参与总体水平较低。流动青年的社会参与

受到制度因素、组织因素、社会网络因素、个体社会经济地位因素和心理

融入因素的影响。其中，制度因素与个体社会经济地位因素是影响流动

青年社会参与不同类型的主要因素，关系因素和个体心理因素则在各类

社会参与中的相对贡献率较小。基于上述研究，本文认为应进一步完善

流动人口公共服务制度，促进流动青年高质量就业，从而提升流动青年的社

会参与水平。

【关键词】流动青年 社会参与 公共参与 志愿参与

一、问题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多的青年通过各种渠道参与社会事务，参

与意识、参与水平不断提高，各类志愿服务中皆可见青年的身影［1］。然而，需要指出的是，青年

总体参与水平仍较低，部分青年群体中出现“低欲望”苗头［2］，且“社会疏远感”和“政治冷漠感”

日益凸显［3］，“佛系”“躺平文化”等现象越来越多［4－5］，这反映出当代部分青年与社会的疏离感

在强化。为此，党和政府高度重视青年的社会参与，先后出台了多项政策，将引导和规范青年

社会参与和国家发展紧密结合。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青年发展的实际情况，于2017年4月印

发《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将青年的社会参与列为10项发展领域之一。

青年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青年参与社会治理，一方面有助于国家基层

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另一方面，也是青年实现自身价值和时代使命的重要途

径。流动青年是青年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结果显示，我国流动人口数

量已高达3.76亿［6］，其中青壮年占主体。对流动青年而言，社会参与既是其权利，也是他们适

应和融入流入地社会的重要方式，是衡量社会融入的核心内容［7］。流动使得流动青年远离家

乡熟悉的关系网络，在流入地面临再社会化、社会关系网络重构、就业创业等诸多不确定问

题。如何引导流动青年进行社会参与既关乎流入地社会的稳定，也关乎流动青年自身社会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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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尽管国内已经有较多研究涉及流动青年的社会参与，但既有研究大都就某一具体因素的

作用及其机制进行分析，缺乏综合的分析框架以检验各类因素的影响效应并对各类因素的作

用进行比较。基于此，本文以国家卫生健康委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CMDS

2017）为依据，对影响流动青年社会参与的因素进行探究，以期为提高流动青年的社会参与水

平、促进流动青年的市民化提出建议。

二、文献梳理

社会参与是社会成员在制度与组织层面参与公共事务，并最终实现结构性社会融入的过

程［8］。斯考切波在《美国民主的公民参与》中提出，针对公民的社会参与行为的解释包括三种

理论模型：社会资本理论、理性选择理论和历史制度主义理论［9］。国内学者在斯考切波基础

上进行了修正，提出了个体视角下的经济社会模式或理性选择理论、关系视角下的社会资本

理论和结构视角下的制度模式［10］。考虑到中国的制度情境，单位组织、党团组织在引导青年

参与中的组织动员作用，本文在前人基础上，增加了组织视角，下文将在文献述评基础上提出

相关假设。

（一）结构视角：制度环境与青年参与

与斯考切波有关公民参与的历史制度主义理论类似，结构视角强调制度在形塑社会参与

方面的重要作用。在中国特定情境下考察流动青年的社会参与，首先不能忽视的制度因素是

户籍制度。既有研究指出，户籍制度将流动人口排斥在流入地的社会资源之外，使他们无法

进入主流社会［11］，如基于上海的一项调查研究发现，户籍制度对外来人口的限制及就业中的

歧视，容易将他们推向城市的边缘，形成“过客式”的就业、消费和生活方式［12］。新生代农民

工面临“双重脱嵌”困境：既游离于制度性权力结构和福利保障体系之外（“制度脱嵌”），也在

客观纽带和主观认同上脱离传统乡土中国（“传统脱嵌”）［13］。陈钊等指出，移民在公共参与

方面的消极表现有一部分原因是现有户籍制度对他们参与行动的制约［14］。不过，户籍制度

及其背后附带的福利制度的影响可能正在削弱。2016年，国务院颁布的《居住证暂行条

例》正式施行，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居住证制度［15］。居住证持有人在居住地依法享受劳动

就业、参加社会保险等权利，享有国家规定的基本公共服务。学界较早关注到各项福利制

度对流动人口（农民工）社会融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例如，有研究发现，公共服务制度、

就业保障、住房制度等均显著影响外来流动人口市民化的意愿和水平［16－17］。熊易寒对以

外来人口为主体的上海某中产阶级小区进行调查发现，公共服务的“洼地效应”容易导致流

动人口的社会参与程度较低［18］。祝仲坤等结合国家卫健委开展的CMDS2017专项调查数据

表明，公共卫生服务有助于提高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水平［19］。卢雪澜等利用2017年全国流

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发现，拥有居住证对流动人口城市认同感具有正向影响［20］。朱诗

慧以劳动权益、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为标准检验了城市包容度对流动人口社会参与的重要

促进作用［21］。以上的实证结果表明，公共卫生服务、医疗保险等社会支持对流动人口的社会

融入和参与至关重要。因此，居住证制度的实施以及流动人口福利保障制度的推广，为动员

流动青年进行社会参与提供了制度保障，即居住证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可以显著提

高流动青年的社会参与水平。

（二）组织视角：组织动员与青年参与

动员的概念起源于美国社会与政治学家卡尔·多伊奇［22］，此后西方学者的研究从宏观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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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运动和社会变革中的动员继续推进，形成了资源动员理论和行政动员理论。资源动员理论

认为，组织可以实现资源的最大化配置和动员，因而社会参与活动是高度组织化、制度化和政

治化的行为。行政动员理论指出，居民的社会参与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治体制的向下延伸，以

及基层体制内的力量主动组织社会活动并动员辖区居民参与。由此可见，在社会参与方面，流

动青年参与兴趣的下降应有一部分原因是政党组织动员的不足。立足中国国情，吴忠民指出

“社会动员是有目的地引导社会成员参与社会活动的过程，并且过程中有明确的目的性”［23］。

此后，国内学者进一步充实社会动员理论，张华表明了党团组织的政治号召对青年的社会参与

的重要影响［24］。刘建娥发现，政治身份等政治资本变量会对流动青年的城市政治参与产生显

著的正向影响［25］。董小苹认为，通过政府立法保障青年社会参与的权利，提升青年的社会政治

效能感，培养和塑造其社会责任感，从而提升青年的社会参与热情［26］。广州青年在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志愿服务过程中，党团引领是其重要行动特征之一［27］。体制内或拥有党员身份的流动

青年进行社会参与，往往是单位组织动员和要求的结果，而且这些活动也多数通过单位组织将

内部群体组织起来，从而导致其社会参与水平较高［28］。

（三）关系视角：社会资本与流动青年参与

帕特南在其名著《让民主运转起来》中强调了弥散在社区中的信任、规范、网络和社团参与

对公共参与和合作具有重要作用［29］，即社会资本理论。与结构视角和组织视角强调自上而下

的社会参与不同，社会资本理论强调公民的人际关系网络在公共参与中的关键作用。有关移

民社会融入的西方研究显示，移民的社会网络是其社会适应与社会融入的催化剂［30］。国内

的流动人口普遍存在“连锁移民网络”，在居住与生产形态上通常表现为“同乡聚居”与“同

乡聚集”，以亲缘、地缘为纽带的社会关系网络弥散在流动人口日常生活和生产工作中［31］。

同乡网络对流动人口的社会行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国内学者将同乡网络作为流动人

口社会资本的重要形式，这种同乡网络对流动人口（农民工）的求职、收入与权益保护具有积极

影响［32－33］，农民工社会网络关系的互动性、信任度、互惠性可以通过影响生活满意度进而影响

其城市融入意愿［34］，对志愿性社区参与意愿也具有影响［35］。国内学者借用帕特南的社会资本

理论，分析了社会资本对政治参与和社区参与的影响。例如，胡荣等人发现社会资本会影响中

国农村居民的村级选举［36－37］；基于上海地区“2009年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问卷调查”数据，孙

秀林验证了不同社会网络对于城市移民政治参与的效果［38］。流动青年社会网络的单一将影响

其社会参与意愿和参与方式［39］。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流动青年在流入地关系网络的建立不

再局限于同乡关系，他们开始寻求更多异质性的交往［40］。不仅同乡网络有助于流动青年的社

会参与，与当地人的互动同样有助于其社会参与。

（四）个体视角：经济社会模式或理性选择

个体视角主要关注个体的收入、能力、社会地位、性别、年龄等社会属性，以及认知、兴趣、

满意度和归属感等心理属性对社会参与的影响。已有研究发现，移民要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

就需要将自身原有的人力资本进行转化，使其更符合流入地的需求［41］。周敏等对华人移民社

区的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的缺乏使华人移民大多数聚集在与当地人隔绝的移民聚居区，而拥有

较高人力资本的移民则可以直接融入美国主流社会［42］。国内学者发现，外来务工青年的志愿

服务参与意识、能力和可为性对志愿服务参与行为具有显著影响［43］。新生代流动人口的人口

因素、资本因素、流动因素及社会融入因素等对新生代流动人口参与志愿服务的行为都有显著

影响［44］。从社会经济地位因素看，农民工的社会经济地位变量最能解释其在流入地的政治参

与行为差异［45］；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年的社会参与显著正相关，且社会评价在社会经济地位和青

年社会参与之间发挥着部分中介效应［46］。另外，从心理属性看，现有研究表明，社区认同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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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参与存在正向影响，人们的社区认同感的提高，会增加他们参与社区活动的可能性和积极

性［47］。考虑到个体能力变量（通常以教育程度来测量）往往与社会地位变量高度相关，且测量

维度上有重合，本文把两者合并成社会经济地位变量。

三、研究设计

本文使用的数据为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CMDS数据是目前对

流动人口覆盖最广的调查数据，2017年调查的样本总量超过16万个。本文根据国家《中长期青

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中关于青年群体的界定，将样本年龄限制在15-35岁，其主体构成

为“80后”“90后”的新生代流动人口。在对相关变量进行筛选、转换并剔除缺失值后，得到有效

样本7 4374个。

（一）因变量：社会参与

本文的因变量为社会参与。学界关于“社会参与”并没有统一的定义，本文借用时昱等人

的定义，将社会参与定义为公民出于对社会生活的愿望与需要，并以某种方式参与国家政治、

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以及社区公共事务的社会发展过程［48］。根据上述定义，本文结合

CMDS2017年调查问卷，将流动青年在本地是否有“给所在单位/社区/村提建议或监督单位/社

区/村务管理”“通过各种方式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提出政策建议”“在网上就国家事务、社

会事件等发表评论，参与讨论”“主动参与捐款、无偿献血、志愿者活动等”4种类型参与行为作

为测量社会参与的指标。若回答“没有参与”赋值为“0”，“偶尔参与”“有时参与”和“经常参与”

则赋值为“1”。本文将以上4种类型的参与分别定义为“社区型参与”“公众型参与”“网络型参

与”和“志愿型参与”。

（二）解释变量

1. 制度因素——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社区服务和居住证制度。本文以是否办理了居

住证和拥有本地社会保障的程度作为制度环境变量的测量。其中，居住证制度根据问卷中“您

是否办理了暂住证/居住证？”，回答“是”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社会保障制度以流动

人口是否在本地参加了本地的社会医疗保险，本地参保赋值为“1”，非本地参保则赋值为“0”。

2. 组织因素——党团组织与单位类型。本文以是否加入党团组织作为测量党团组织动员

的变量，若流动青年为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即代表“已加入党团组织”，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组织动员的另一个测量指标是就业所在单位性质，若流动青年在“体制内（国企、党政机关和事

业单位）”工作，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3. 关系变量——社会网络。本文以流动青年在流入地的日常互动网络测量社会资本。

CMDS询问了流动人口业余时间的社会交往：“您业余时间在本地和谁来往最多”，若回答很少

与人来往，则赋值为“0”；若主要与同乡交往，则赋值为“1”；若主要与本地人或其他外地人来往，

则赋值为“2”。

4. 个体变量——社会经济地位与心理归属。社会经济地位涉及个体的教育、住房、职业、收

入4个维度。本文根据流动青年的受教育程度、住房产权、收入水平、职业4个变量，使用因子分

析法生成社会经济地位的综合测量指标，并转化为0-100分连续变量。心理归属变量以“我很

愿意融入本地人当中，成为其中一员”进行测量，按照意愿强烈从低到高分别赋值，“完全同意”

赋值1分，“不太同意”赋值2分，“基本同意”赋值3分，“完全同意”赋值4分。

此外，考虑到已有文献中发现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等变量也可能影响个体的社会参与，本

文将以上变量同样加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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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变量的描述性分析

表1呈现了流动青年在不同变量上的分布特征。第一，流动青年社会参与的类型方面，流

动青年的社区参与、公众参与和网络参与水平较低，志愿参与水平则相对较高。只有9.01%的

青年曾给所在单位、社区、村提建议或监督过单位、社区、村务管理，社区参与水平总体较低；只

有4.94%的流动青年通过各种方式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或提出政策建议，公众参与水平同

样较低；流动青年“在网上就国家事务、社会事件等发表评论，参与讨论”，这一网络参与公共事

务的比例只有8.44%；40.04%的流动青年则“主动参与捐款、无偿献血、志愿者活动等”①。第二，

在流动青年的制度嵌入特征方面，超过八成的青年在本地至少拥有一种类型的社会保障，只有

17.32%的流动青年在本地没有任何保障；超过六成的流动青年接受过社区提供的公共卫生服

务，还办理了居住证。第三，在流动青年的组织性嵌入特征方面，体制内就业（党政机关、事业

单位、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的流动青年占9.47%，是党团组织成员的青年约占16.36%。第四，在

流动青年的社会网络交往特征方面，非同乡交往成为主流，约占46.85%，而同乡交往为主的约

占35.04%。第五，在流动青年的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和融入意愿方面，按五等份划分的收入中，

流动青年中上和高收入群体占比近四成；流动青年受教育程度以初中及以下程度为主，接受过

高等教育的占比约27.65%；流动青年中白领群体约占35.57%，约有23.60%拥有自有产权住房；

流动青年拥有较高的城市融入意愿。

表1 相关变量的描述性分析（N=7 4374）

变量名

社区型参与

公众型参与

网络型参与

志愿型参与

年龄

性别

婚姻状况

制度因素

户籍

社会保障

社区服务

居住证

组织因素

体制内

党团组织成员

关系因素

社会交往网络

变量类型

二分变量

二分变量

二分变量

二分变量

连续变量

二分变量

二分变量

二分变量

连续变量

二分变量

二分变量

二分变量

二分变量

三分变量

分布描述

参与=1（9.01%）；未参与=0（90.99%）

参与=1（4.94%）；未参与=0（95.06%）

参与=1（8.44%）；未参与=0（91.56%）

参与=1（40.04%）；未参与=0（59.96%）

均值=28.304，标准差=4.399

女=0（47.20%）；男=1（52.80%）

未婚=0（30.27%）；事实在婚=1（69.73%）

农村=0（77.81%）；非农村=1（22.19%）

均值1.504，标准差=1.015

有=1（63.97%）；没有=0（36.03%）

有=1（64.17%）；没有=0（35.83%）

体制外=0（90.53%）；体制内=1（9.47%）

非党团员=0（83.64%）；党团成员=1（16.36%）

很少往来=0（18.11%）；同乡=1（35.04%）；非同乡=2（46.85%）

取值范围

0－1

0－1

0－1

0－1

15－35

0－1

0－1

0－1

0－5

0－1

0－1

0－1

0－1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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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名

个体因素

收入对数

受教育程度

职业类型

自有产权住房

融入意愿

变量类型

等级变量

三分变量

二分变量

二分变量

等级变量

分布描述

下层=1（22.7%）；中下=2（19.70%）；中等=3（17.88%）；
中上=4（23.15%）；上等=5（16.57%）

初中及以下=1（45.81%）；高中/中专=2（26.54%）；
大专及以上=3（27.65%）

白领=1（35.57%）；非白领=0（64.43%）

有=1（23.60%）；没有=0（76.40%）

完全不同意=1（1.02%）；不同意=2（6.00%）；
基本同意=3（54.2%）；完全不同意=4（38.66%）

取值范围

1－5

1－3

0－1

0－1

1－4

（四）模型设定

本文中的因变量为社会参与，包括社区参与、公众参与、网络参与和志愿参与4种类型，4类

参与结果皆为二分类变量，因此适用于二项逻辑斯蒂回归模型（Logit模型）。根据需要建立如

下基本估计模型：

logit（
p

1-p
）=a0+a1age+a2aender+a3married+a4huji+a54shebao+a6shqfw

+a7juzhuz+a8danwei+a9danwei+a10socialnet+a11income

+a12edu+a13zhiye+a14house+a15rongru

根据上述公式，本文分别对4种类型的社会参与进行建模。

四、实证分析结果

（一）流动青年社会参与影响因素的分析

表2呈现了各类社会参与的估计结果。以下从制度因素、组织因素、社会关系因素、个人社

会经济地位因素和心理因素分别对研究结果进行描述。

1. 制度因素的影响

第一，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可以显著提高流动青年的社会参与。拥有本地社会保障水平

越高的流动青年，其社区型参与、公众型参与、网络型参与和志愿型参与的可能性皆更高。第

二，社区提供的公共卫生服务同样可以有效提高流动青年的社会参与，接受过社区公共卫生

服务的流动青年，相比未接受过的流动青年，无论是社区型参与、公众型参与、网络型参与还

是志愿型参与方面的机率都更高。第三，居住证制度并不能提高流动青年的社会参与，反而

可能会限制流动青年的社会参与，即未办理居住证的流动青年，其进行社区型参与、网络型参

与和志愿型参与的可能性更高。之所以出现上述结果，可能是没有居住证的流动青年刚到流

入地不久，因面临陌生环境产生不适应，不断寻求社区或网络的帮助，也期望通过志愿行为融

入新城市，因而表现出比拥有居住证的流动青年有更高的社会参与意愿。

2. 组织因素的影响

其一，党团组织成员身份能够显著提高流动青年的社会参与。相比非党团组织成员的流

动青年，拥有党团组织身份的流动青年，其社区型参与、公众型参与、网络型参与和志愿型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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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的可能性都更高。这也验证了党团组织具有重要的组织、动员功能，可以有效推动流动青

年参与社会治理和公共事务。其二，不同单位类型的流动青年在社区参与、公众参与和志

愿参与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体制内就业的流动青年相比体制外就业的流动青年拥有更高的

社区型参与、公众型参与和志愿型参与的可能性，但在网络型参与上则无显著差异。党团

组织和体制内单位本身也是重要的组织动员平台，一般会定期开展党员服务群众活动、志

愿服务活动等，在这种组织化的活动中，流动青年的社会参与意识得到强化，进而有更强的

社会参与意愿①。

3. 关系因素的影响

从关系角度看，流动青年的社会网络对其社会参与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相比很少与

人来往的流动青年，日常交往以同乡为主的流动青年，其社区型参与、公众型参与、网络型

参与和志愿型参与的可能性都更高。相比很少与人来往的流动青年，日常交往以本地人和

非老乡移民为主的流动青年，其社会参与的可能性更高。上述结果验证了社会资本（社会

网络）对社会参与的正向作用。

4. 个体因素的影响

其一，在个体社会经济地位各测量维度中，除是否有产权住房对网络参与的影响不显著

外，其他各个测量维度皆显著正向影响流动青年的公共参与。从职业看，相比非白领职业的

流动青年，白领职业的流动青年社区参与、公众参与、网络参与和志愿参与的可能性更高。从

收入看，收入越高的流动青年，其社区型参与、公众型参与、网络型参与和志愿型参与的可能

性更高。从教育程度看，教育程度越高的流动青年，其社区型参与、公众型参与、网络型参与

和志愿型参与的可能性更高。从住房看，拥有产权住房的“有房一族”流动青年，其社区型

参与、公众型参与和志愿型参与的可能性更高，但其网络型参与不受影响。其二，从心理归

属因素看，流动青年的流入地城市融入意愿越高，其社区型参与、公众型参与和志愿型参与

的可能性就越高。流动青年的流入地城市融入意愿对网络型参与无显著影响。

表2 流动青年不同类型社会参与的影响因素分析

变量\模型

年龄

男性

已婚

制度因素

社保水平

户籍

社区服务

居住证

组织因素

党团组织

体制内就业

社区型参与

0.024***（0.004）

0.306***（0.027）

-0.044 （0.036）

0.176***（0.016）

-0.057 （0.032）

0.757***（0.032）

-0.155***（0.033）

0.365***（0.035）

0.298***（0.039）

公众型参与

0.031***（0.005）

0.382***（0.036）

-0.065 （0.048）

0.088***（0.022）

0.067（0.041）

0.737***（0.043）

-0.053 （0.044）

0.363***（0.045）

0.116* （0.052）

网络型参与

-0.025***（0.004）

0.477***（0.028）

-0.036 （0.036）

0.053**（0.017）

-0.067* （0.033）

0.575***（0.031）

-0.134***（0.034）

0.319***（0.035）

-0.048 （0.044）

志愿型参与

0.029***（0.002）

0.137***（0.016）

-0.026 （0.022）

0.168***（0.010）

-0.079***（0.020）

0.640***（0.017）

-0.113***（0.020）

0.404***（0.023）

0.392***（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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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模型

关系因素（参照组：很少与人来往）

同乡为主

本地为主

社会地位因素

白领

收入

受教育程度

有产权住房

心理归属因素

融入意愿

常数项

样本量

伪R2

注：括号中为标准误；***p<0.01，**p<0.05，*p<0.1。

社区型参与

0.355***（0.044）

0.398***（0.042）

0.147***（0.028）

0.047***（0.010）

0.241***（0.019）

0.102***（0.031）

0.084***（0.022）

-5.270***（0.134）

74374

0.058

公众型参与

0.212***（0.057）

0.261***（0.054）

0.294***（0.036）

0.056***（0.013）

0.218***（0.026）

0.269***（0.040）

0.064* （0.029）

-5.962***（0.177）

74374

0.050

网络型参与

0.455***（0.046）

0.514***（0.045）

0.167***（0.028）

0.091***（0.010）

0.292***（0.020）

-0.054 （0.033）

0.031 （0.022）

-3.800***（0.131）

74374

0.045

志愿型参与

0.279***（0.024）

0.333***（0.023）

0.130***（0.017）

0.047***（0.006）

0.228***（0.012）

0.109***（0.020）

0.270***（0.013）

-3.774***（0.077）

74374

0.070

（二）各类因素相对贡献的分析

为比较不同因素对流动青年社会参与影响的大小，本文使用夏普利值法对上述模型中各

类因素的贡献率大小进行分析。需要说明的是，相对贡献率不是各组影响因素对社会参与的

实际贡献率，而是各组之间比较得出的相对值。表3呈现了制度层面、组织层面、关系层面和

个体社会经济地位层面、心理层面对社会参与的贡献率大小。

在社区型参与中，制度因素（社会保障制度、公共服务制度、居住证制度）在各组影响因素

中相对贡献率最大，约占41.47%，然后是社会经济地位因素（职业、收入、住房和教育）的相对

贡献率达到23.59%，第三是组织因素的相对贡献率为13.13%，关系因素和心理归属因素的相

对贡献率分别为6.11%和2.10%。在公众型参与中，制度因素在各组影响因素中相对贡献率

最大，约占36.02%，紧随其后的是经济地位因素，贡献率为32.25%，组织因素的相对贡献率为

8.55%，关系因素和心理归属因素的贡献率仍相对较小，分别为4.13%和1.91%。在网络型参

与中，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在各组影响因素中相对贡献率最大，约占33.17%，位居第二的制度变

量，相对贡献率约为22.70%，组织变量的相对贡献率为12.45%，关系因素和心理归属因素的

相对贡献率分别为9.56%和0.48%。在志愿型参与中，制度因素在各组影响因素中相对贡献

率最大，约占38.74%，然后是社会经济地位因素，相对贡献率达到22.79%，组织变量的相对贡

献率为12.55%，心理归属因素对志愿参与的相对共献率达到9.93%，而关系因素的相对共献

率只有5.81%①。

从以上各组因素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制度因素和个人社会经济地位因素在各类社会参与

中相对贡献率都较大。这说明制度环境与行动能力是决定社会参与的重要因素。另外，组织

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各类社会参与中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心理归属因素对

志愿服务参与的作用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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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流动青年不同类型社会参与的夏普利值分解

分类

制度因素

组织因素

关系因素

地位因素

心理因素

合计

社区型参与

夏普利值

0.0238

0.0075

0.0035

0.0135

0.0012

0.0573

百分比

41.47%

13.13%

6.11%

23.59%

2.10%

100.00%

公众型参与

夏普利值

0.0180

0.0043

0.0021

0.0161

0.0010

0.0500

百分比

36.02%

8.55%

4.13%

32.25%

1.91%

100.00%

网络型参与

夏普利值

0.0101

0.0055

0.0042

0.0147

0.0002

0.0444

百分比

22.70%

12.45%

9.56%

33.17%

0.48%

100.00%

志愿型参与

夏普利值

0.0270

0.0087

0.0040

0.0159

0.0069

0.0696

百分比

38.74%

12.55%

5.81%

22.79%

9.93%

100.00%

五、结论与讨论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参与的主题逐渐多元化，治理参与、社区参与、志愿参与及网络上的

公共参与等都可以纳入社会参与的研究范畴。基于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本文分析

了制度、组织、关系与行动者四个层面的因素对流动青年社会参与的影响，研究结论如下。

一是流动青年总体的社会参与水平并不高，各类社会参与之间也存在差异。社区型参与、

公众型参与和网络型公共参与总体水平较低，而志愿型参与水平则相对较高。

二是流动青年的社会参与受制度、组织、关系和个体社会地位、心理归属的影响。制度因

素中社会保障制度和社区公共服务对流动青年各个维度社会参与水平均有正向影响，组织因

素中党团组织和单位性质对流动青年的社会参与有显著影响，身处党团组织的流动青年有更

高的社会参与水平，身处体制内的流动青年则有更高的社区型参与、公众型参与和志愿型参与

水平；关系因素中流动青年的社会网络有助于提高社会参与水平；个体因素中，流动青年的社

会经济地位是影响社会参与的重要因素，社会经济地位中的职业、收入、教育和住房对社会参

与皆有显著影响；个人的融入意愿对社会参与中的社区型参与、公众型参与和志愿型参与有显

著正向作用。

三是流动青年的社会参与主要受制度与个人社会地位的影响。在影响流动青年社会参与

的制度因素、组织因素、关系因素与个体社会地位因素和心理因素中，制度因素和个体社会经

济地位因素在各类社会参与中相对贡献率较大，组织因素的作用次之，关系因素只在网络型参

与中的相对作用较大，个体心理归属因素只在志愿型参与中的相对作用较大。

就制度因素与个人因素而言，一方面，制度因素为流动青年提供了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

确保流动青年的权利和参与渠道。健全的制度环境和公正的资源分配建构了流动青年在流入

地良好发展的基础，完善的公共服务为流动青年进行社会参与创造条件，激发流动青年的参与

意愿。另一方面，个人社会地位通常意味着更多的经济资源和机会，不仅可以为流动青年提供

参与社会活动所需的物质条件，也会影响流动青年社会网络的构建。较高的个人社会地位通

常代表着可以更好地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在关注经济生计和基本需求的满足之余，进而追求个

人发展，产生对社会参与的兴趣和动力。

总之，本文通过对现有数据的实证研究，在已有文献研究过的制度、组织、关系和个体因素

等变量中，除制度因素中户籍制度和居住证制度对流动青年社会参与的影响不显著之外，均得

出与已有研究一致的结论。同时，本研究对4个维度因素对流动青年的社会参与影响程度进行

比较，强调制度因素和个人社会地位的作用，对目前学界较少关注的流动青年社会参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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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研究进行了补充和拓展，也为过往相关定性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数据支撑。

当下中国社会的快速变迁，使青年对自身的利益诉求和社会公共意识不断增强，互联网技

术应用也为他们利益诉求的表达方式和渠道带来了新变化。然而，作为青年人口主力军的流

动青年，其社会参与的热情并不高，在社区型参与、公众型参与和网络型参与方面，流动青年的

参与水平仍较低，但是流动青年的志愿型参与水平较高。以上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要提高

流动青年社会地位及其就业水平、就业收入，扩大流动青年中高收入规模，提高其社会保障水

平和住房水平；另一方面，要创新组织活动，为流动青年提供更多的参与渠道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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